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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
就市场准入而言，民间金融硬法规制安排应落脚于
带有激励性的赋权指引，以“软化”硬法执行。这可以从
供给侧与需求侧改革的层面展开。其一，就供给侧而言，
因非正规经济在正规化过程中难免要面临准入、运营等成
本负担，这很可能会使相关从业者裹足不前。为此，应提
供不同比例要求的合规业务结构和信息披露程度差异化的
监管模式，避免不加区分地机械适用正规化监管标准。其
二，需求侧的规制改进，应致力于实现“有效需求”改
革，通过提供高效的合约执行机制来减少交易成本。概
言之，前者在于建立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的征信体系，提
供民间金融登记备案和交易信息公示平台，后者则提供包
括衔接登记系统的借贷诉讼证据快捷认定，以及强制执行
令、担保债权特别诉讼和简易执行程序等配套机制。
（二）软法规制的“硬化”
由于软法规制不足所造成的逐利、分层和迭代三种风
险，均可归结于陌生人加入引发的社会资本射程扩大与信
任减弱的症结。其中，逐利引发的风险，因深嵌于地方经
济而逐渐为地方政府所重视，如一些金融综改区的地方政
府所出台的针对民间金融的指导性文件，充分发挥了地方
政府的局部知识优势。这种以降低风险和准入成本为出发
点的软法规范，更有助于保障出资人的权益，一定程度上
遏制了逐利引发的脱域风险。
要化解分层性脱域的风险，则需借助市场力量，在
商业交往中为软法规制增程。类似的如淘宝网就能借助信
用评价体系，为其软法规制提供声誉机制下的有效治理手
段。此外，行会或同业公会等自组织也有助于打通借款人
的分层，实现资信管理和有效规制。如P2P行业就借助其
自律公约，在同业范畴内建立了联合维权体系，并规定了
同业曝光投诉，在同业平台上给被执行对象施加巨大的声
誉压力。
此外，增程还发生在软法的内部，要求打开有限的
熟人网络封闭性，拓展到信任半径更大和惩治能力更强的
外部网络，以解决迭代性脱域风险。当然，也可借助外部
资源，从官方提供的授能环境中获得强化。以《关于小额
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为例，其内容包括了三种授
能：其一，资本授能解决逐利风险，规定小贷公司的融资
比例，并允许其自主确定融资利率、期限等；其二，政府
兜底解决规制风险，即运用政府公信力为小贷公司风险兜
底；其三，征信导入解决规制增程，将小贷公司纳入征信
系统，以强化对借款人制度化信用的管理。
（三）混合型规制：一种不彻底的规制进路
看似理想的混合规制方案，若就此直接套用于民间金
融却可能“收获的是跳蚤”。即使将软法规制中合约执行
的部分内容纳入公力救济范畴，逾越监管红线的民间金融
行为，也不会因救济手段“由软变硬”而自动禁绝，反而
会寻求法外变通。硬法规制的“软化”也遭遇类似困境，
使得硬法规制的成效呈现“公地悲剧”的处境。鉴于此，
为防止改革耽于软硬法单一规制机能比对，上述混合型规
制既应纳入国家法律的干预，以纠正私人治理下的市场失
灵问题，也应重视非公共机构业已形成的软法安排，呼吁
在交易成本维度上真正观照民间金融规制痛点，以及公共
权力私人化过程中的制约与激励相容，以尽量弥合不断疏
远的监管公共利益与私人营商利益的关系。
未竟的结语：走向合作规制
现代治理趋势表明，“命令+控制”模式下国家市场
治理角色正日益被边缘化，并逐步扩大为一场“无需国家
治理”的理论运动。对此，新治理（New Governance）理
论提出国家与社会间的双向互动，通过吸纳以自我规制为
导向的私人治理，形成多方参与的更灵活的控制模式。这
一模式隐含了多元主体与双向互动两大要素。就前者而言，
支撑起私人治理的行业协会等自组织，完全吻合为民间金融
软法规制提供社会组织力量的要求。然而，就后者而言，
这种双向互动要求落实“层级阴影”下的共同规制，明显
逾越了民间金融软硬法实施的“激励相容”目标。
基于此，晚近的实证研究找到了一种被称为“非层级
协同”的功能性等价物，提供既竞争又协商的政府社会网
络协同的公共产品，即不再局限于混合模式中主要由软法
行动者去搜索并发现硬法资源的单向过程，而走向政府与
社会网络交互合意下的合作规制模式。申言之，通过彼此
的协商以兼顾双方利益（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或公共政策
联动模式），或者由各方实施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非操纵
性劝导，如能大量吸纳民间资本的PPP就是政府采取竞争
方式选择社会资本，并通过平等协商实现由社会网络提供
公共服务的协同融资。
总而言之，民间金融软硬法规制佯谬的化解逻辑的局
促，以及在自发层面所发生的混合型规制改进成效的乏
力，与其说是在软硬法规制模式上的试错无果，毋宁说是
缺乏对硬法规制与软法规制如何形成公私部门合意的重
视，以及在这种合意寻求过程中对政府层级结构过度迷信
的驱魅。沿此进路，硬法协同软法规制背后的政府与社会
之间合意，就是衍生出更多元化协同方案的基础。此时，
无论采用单方付费（如政府购买/付费民间金融登记服
务），还是国家公共产品优化（如法院提供强有力的合同
执行机制），均是国家与社会力量彼此容许乃至共建的合
作规制过程。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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